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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工业及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
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电力强度水平。本文选取了 2003—
2013 年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267 个地级市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存在倒 U 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大电力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探索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
影响机制，本文引入空间集聚的概念，同时构建了一个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空间集聚
水平的重要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空间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将
其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空间集聚对电力强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负
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从优化电力强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电力强度最优条件下的合理
城市规模，并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城市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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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电力，作为一种优质且清洁的二次能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生产投入要
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动力。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引致了越来越多的电力需求，并
推进了电力行业的不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越来越
多的人口迁入城市，从而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城市在一定区域内高度聚集了工商业与居
民的生产生活活动。这使得在空间上，城市逐渐变成以电力为主的各类能源的集中消耗地，城市发
展对于电力消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目前，仅占全球面积 2%的城市却消耗了全球 75%的能源。
电力作为现代城市中最容易被方便利用的能源，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受到雾霾等原因的影响，我国积极鼓励城市能源消费向电力消费倾斜，提出以电代煤、
以电代油等政策，实现向电力为中心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在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发展
“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中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仍将持
续提升。而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提高将主要是伴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完成的。在快速城市
化的过程中，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一个城
市的电力强度水平。尽管中国的新能源发电在近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及技术
发展路径，目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电源结构仍会以煤炭为主。在城市发展和用电增长的背
景下，面对环境恶化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中国未来的电力强度需要进一步降低(林伯强和杜克锐，
2014)。
电力强度的概念与能源强度比较类似，简单地说就是单位 GDP 所消耗的电量，它反映了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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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电力利用的效率①。改革开放以来，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我国电力强度大体呈
不断下降的态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从城市层面上看，一方面城市产业结构、企
业能耗管理和节能技术等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不同城市的规模差异明显，空间集聚效应也
存在区别，导致我国城市电力强度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选择以城市为
主体，研究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究城市电力强度最优条件下的合理
城市规模，推进节能减排与绿色城市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有关电力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其中，变化
趋势的研究采用的往往是宏观层面的电力强度数据。如林卫斌等(2010)研究发现，受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技术进步、制度改革和能源替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电力强度在不同年度会存在较大的
变化，导致用电量增长率总是围绕 GDP增长率上下波动。也有部分学者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研究
了电力强度的空间收敛或俱乐部效应。如 Herrerias ＆ Liu(2013)利用 2003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
的月度数据，对中国各省电力强度的趋同性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中国各省的电力强度在 2003 年
至 2008 年间存在光滑的下降，但在 2009 年上半年，电力强度有所上升，而在 2009 年下半年，电力
强度又呈现出下降趋势，结果同时表明，中国各省的电力强度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俱乐部收敛和
其他一些小的俱乐部收敛，但是某些省份也存在发散的现象。再如 Vaona(2013)通过意大利各地
区 1997—2007 年的面板数据，对各地区能源强度和人均电力消费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
明意大利的能源强度和人均能源消费短期存在上升趋势，同时对意大利各地区电力强度的收敛性分
析，发现各地区电力强度差异保持稳定。变化趋势的研究有些还采取了国别或地区之间的比较分析。
如 Inglesi-Lotz ＆ Blignaut (2012)比较了南非和 OECD国家的电力强度，发现前者远高于后者。
关于电力强度影响因素和机制的分析，文献主要基于对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电力价格等因素
的研究。Ouyang ＆ Lin(2014)通过建立协整模型，研究电力强度和技术进步、电价、企业规模等因
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认为如果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到 2020 年中国的电力强度与世界
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就可以大大缩小。Zha et al．(2012)的研究表明要素替代、预算效应和技术效
应对电力强度年波动的贡献率分别为 62. 5%、20. 06%和 17. 44%。谢品杰等(2015)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的电力价格存在非常明显的扭曲现象，电价扭曲程度每变化 1%，电力强度同向波动约
0. 2155%，我国重工业发展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最大，因此加快推进城市化和优化产业结构可有效降
低我国的电力强度。Kwon et al．(2016)利用韩国 16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三种投入要素
生产函数的联立方程系统，研究了电力价格对制造业电力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电力价格的上涨将
改善韩国制造业的电力强度。Verbic et al．(2017)研究了欧洲居民用电价格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在
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居民用电价格对电力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可以考虑将电价水
平作为一个潜在的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工具。
除了针对电力强度的讨论以外，关于中国能源强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同样可以为本文的研究
提供依据。如 Fisher-Vanden et al．(2006)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所有制结构都是中国
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因素，但是能源价格才是改善能源效率的主因。Ma ＆ Stern(2008)和樊茂清
等(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中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尹显萍和石晓敏(2010)发
现工业出口贸易结构与能源强度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有助于实现节能降耗。
孙庆刚等(2013)通过不同模型对比分析发现能源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空间溢出对能源强度
的边际效应超过许多传统影响因素。王班班和齐绍洲(2014)通过计算不同来源技术进步及其中
性技术进步和有偏技术进步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指出有偏技术进步的要素替代效应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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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而言，电力强度越低，用电效率越高。
术进步影响能源强度的主要渠道。赵新刚和刘平阔(2014)基于 1960—2009 年间 9 国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倒 U 的关系。
Huang et al．(2017)发现在四大技术因素中，本土研发对能源强度下降起着决定性和主导作用。
可以看到，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能源价格、技术进步等
因素上探讨电力强度或能源强度的影响机制，几乎没有文献分析城市规模和空间集聚对城市电力
强度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城市化对电力消费的依赖，从地级市数据层面研究电力强度的趋势，
要比目前国内外文献中普遍采用的国家级或省级层面数据更有政策意义。
为了使分析更有说服力，本文的研究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本文选取了 2003—2013 年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共 267 个地级市相关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系统 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
计，探讨并验证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接着，本文构建了一个反映省级行政区内
部的空间集聚水平的重要指标———空间基尼系数，从空间集聚的角度，探讨城市规模扩大导致电力
强度降低的影响机制，并发现空间集聚对电力强度的负向影响。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第三部分进一步
探讨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
(一)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模型，如式(1)所示:
logintensit = β0 + β1* logpopuit + β2 secit;+ β3 terit + β4eximit + μi + αt + εit (1)
为了考察城市规模、产业结构与对外开放程度等解释变量增加一个单位对被解释变量电力强
度的百分比影响，模型对城市电力强度取对数表示。式(1)中，下标 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
logintensit表示城市电力强度的对数。popuit是年末城市人口，用来表示城市规模。secit表示该城市
第二产业占 GDP的比重，terit表示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secit和 terit共同用来反映城市的产业结构。
eximit是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占 GDP 比重来衡量。μi 表示所有其他未被纳入模型但
是可能会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的地级固定效应，αt 代表时间效应，εit是白噪声的误差项。虽然固
定效应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他一些不可观测
因素的影响仍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内生性问题，比如不同城市的电力强度调整过程比较缓慢，当前的
效率水平可能会依赖其过去的水平，这些会导致混合 OLS 和固定效应估计存在一定偏误。我们通
过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而将其扩展为一个动态模型，控制并减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滞后项的引
入使得模型成为了典型的动态面板模型，具体的计量模型如式(2)所示:
logintensit = β0 + ρ* logintensi，t －1 + β1* logpopuit + β2 secit + β3 terit
+ β4eximit;+ μi + αt + εit (2)
针对动态面板模型，我们将运用由 Arellano ＆ Bover(1995)与 Blundell ＆ Bond(1998)发展的系
统 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二)数据说明
由于部分城市数据缺失，本文共收集了 2003—2013 年全国 26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①的相关统
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主要变量解释与数据说明如下:
(1)电力强度
电力强度被定义为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的电力实际消耗与其 GDP 的比值(千瓦时 /元)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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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地级市、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
中各地区历年的 GDP均折算成 2002 年不变价。
(2)城市规模。
一般而言，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是两个常用的度量城市规模的指标。其中，人口规模是指
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的数量，用地规模用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来衡量，本文用城市市辖区年末人
口数来度量城市规模。
(3)产业结构
正如文献中所提及的，产业结构会对电力强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产业结构也是本文模型所
考虑的重要控制变量。根据我国对三次产业的划分标准，①本文中选取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和
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度量指标。
(4)对外开放程度
我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外开放，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电
力利用效率。因此，本文加入对外开放程度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我们预期，对外开放程度越
高，市场经济体系就越完善，经济活动越透明，从而带来更优良的制度质量，所以就越有可能利用外
来技术来降低本地区的电力强度。本文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进出
贸易总额根据各年美元汇率进行不变价折算。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研究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电力强度:千瓦时 /元 0. 078 0. 098 0. 004 1. 503
城市规模:万人 138. 3367 168. 5419 16. 3700 1787. 0000
第二产业 GDP比重:% 49. 5343 10. 9661 15. 7000 90. 9700
第三产业 GDP比重:% 36. 0057 8. 5382 8. 5800 82. 0500
对外开放度:% 21. 63 40. 4575 0. 0000 4. 6218
(三)单位根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减少伪回归，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应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常见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有
LLC、IPS、Fisher-ADF、Fisher-PP 等。为避免单一单位根检验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 LLC(Levin et
al．，2002)和 IPS(Im et al．，2003)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检验的结
果，我们认为本文的数据是平稳的。此外，经检验，OLS模型平均方差膨胀因子(VIF)为 1. 32，各变
量指标的 VIF均不大于 2. 00，因此我们认为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 2 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研究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LLC IPS
no time trend time trend no time trend time trend
logintens － 17. 2165* － 107. 926* － 3. 49248* － 21. 2509*
logpopu － 18. 2290* － 36. 5037* － 0. 54171 － 21. 0787*
exim － 11. 5552* － 37. 1888* － 3. 84553* － 8. 17757*
sec － 41. 8416* － 96. 5057* － 8. 40431* － 15. 1900*
ter － 15. 1629* － 29. 4909* － 5. 82891* － 4. 75954*
注:* 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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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产业是指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及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四)结果分析
模型实证估计的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列(1)显示了加入控制变量的混合 OLS 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logpopu系数显著为正，表示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具有正向的影响。列(2)为固定效应回
归结果，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后，解释变量 logpopu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列(3)表示的是采用系统
GMM估计的结果，滞后项 logintens 与解释变量 logpopu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为增强模型结果
的可靠性，我们在系统 GMM 估计中，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其
中，AＲ(2)检验结果的 P值为 0. 069，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原假设，差分后的残差项
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而过度识别检验 Hansen Test的结果也表明模型中使用了合适的工具变量，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设立的模型是合理的(Ｒoodman，2006)。此外，一般认为混合 OLS 估计和固定
效应估计能够分别确定滞后项 logintens 系数 ρ 的上下限(Nickell，1981;Hisao，1986)。因此我们
在混合 OLS和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因变量一阶滞后项后重新进行回归，其结果分别见表 3 的列
(4)和列(5)。我们可以发现系统 GMM 估计中滞后项 logintens 的估计值(0. 825)正好介于 0. 937
和 0. 576 之间，与相关文献的理论相符。
表 3 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研究的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ogintens
(1) (2) (3) (4) (5)
Pool OLS FE SGMM Pool OLS FE
L． logintens
0. 825＊＊＊
(0. 0486)
0. 937＊＊＊
(0. 0103)
0. 576＊＊＊
(0. 0550)
logpopu
0. 293＊＊＊
(0. 0546)
0. 320＊＊＊
(0. 0830)
0. 0393＊＊＊
(0. 0141)
0. 0188＊＊＊
(0. 00673)
0. 243＊＊＊
(0. 0884)
exim
－ 0. 0448
(0. 0399)
－ 0. 0497
(0. 0421)
－ 0. 0246
(0. 0160)
－ 0. 0209＊＊
(0. 00825)
－ 0. 0376
(0. 0259)
sec
0. 765＊＊
(0. 301)
0. 386
(0. 315)
0. 445＊＊
(0. 186)
0. 109*
(0. 0586)
0. 0736
(0. 154)
ter
0. 507*
(0. 296)
0. 341
(0. 291)
0. 151
(0. 118)
－ 0. 0606
(0. 0677)
0. 141
(0. 143)
cons
－ 4. 728＊＊＊
(0. 335)
－ 4. 610＊＊＊
(0. 462)
－ 0. 942＊＊＊
(0. 294)
－ 0. 311＊＊＊
(0. 0806)
0. 576＊＊＊
(0. 0550)
观测值 2338 2338 2125 2125 2125
Ｒ2 0. 1097 0. 112 — 0. 4052 0. 429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AＲ(1) 0. 000
AＲ(2) 0. 069
Hansen Test 0. 409
注:(1)括号内为 t统计值，*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2)AＲ(1)和 AＲ(2)的原假设分别为差分
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一阶、二阶序列相关;Hansen检验是用来判断过度识别约束是否有效的。虽然国内大部分学者在文献中经常报
告的是 Sargan检验的结果，但是 Sargan检验仅在同方差的前提下才有效，而在异方差下是无效的(Ｒoodman，2006)。经检验，本模
型数据结果不满足同方差的假设，故此处报告的是 Hansen Test的结果。
根据表 3 列(3)的回归结果可知，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也就是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大，电力强度也会相应增加。此外，第二产业比重与电力强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很明显，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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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比重每提高 1%，电力强度会相应增加 0. 445%。我国第二产业用电量大且增长方式相对粗放，
故表现为电力利用效率低下，电力强度高。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也为正，但并不显著，通过比
较可以发现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第二产业比重的系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产业结构
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电力强度。最后，对外开放有利于城市电力强度的下降，但是效果并
不显著。
(五)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非线性关系估计
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同的城市等级，即使人口按相同数量增长，电力强度
受到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意味着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因
此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城市规模等级差异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影响机制的分析
结果，能够为以后的城市发展政策和战略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 2010 年《中小城市绿皮
书》对我国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①本文依据人口规模将城市规模分为 5 个档次(50 万人以下、
50 万—100 万人、100 万—300 万人、300 万—1000 万人、1000 万人以上) ，并引入 4 个表示不同城
市规模等级的虚拟变量 citysizej(第一个档次 50 万人以下作为参照组) ，以 citysizeit，j* logpopuit作为
城市人口规模与不同城市规模等级的虚拟变量交互项，如式(3)所示:
logintensit = β0 + ρ* logintensi，t －1 + β1* logpopuit + β2 secit + β3 terit
+ β4eximit;+∑4j = 1φj* citysizeit，j* logpopuit + μi + αt + εit (3)
式(3)中，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为(β1 + φj)。加入虚拟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4 列(1)
所示。具体来说，对于人口规模小于 50 万人的城市，城市人口规模每增长 1%，城市电力强度就会
增加 0. 072%;人口规模在 50 万—100 万人之间的城市，城市人口每增加 1%，电力强度增加
0. 077%(即 0. 0717 + 0. 00485) ;人口规模在 100 万—300 万人之间的城市，城市人口每增长 1%，
电力强度增加 0. 065%(即 0. 0717—0. 0065) ;人口规模在 300 万—1000 万人的城市，城市人口每
增长 1%，电力强度增加 0. 06%(即 0. 0717—0. 0117) ;人口规模在 1000 万人以上的城市，城市人
口每增长 1%，电力强度增加 0. 059%(即 0. 017—0. 0124)。结果表明，对于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
尽管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均体现出了正向效应，但很明显这种正向效应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变化。
换句话说，城市人口增长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幅度，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而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小
的特点，在 50 万—100 万人人口规模的城市时达到最大化的正向效应。而人口规模在 300 万—
1000 万人的城市和 1000 万人以上的城市，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因此，出于控
制城市电力强度的目的，我国当前也许更加需要人口规模在 300 万人以上的城市，以利于绿色城市
发展目标的实现。
为了进一步验证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与城市电力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以人口规模的平
方项 logpopu2 代替式(3)的虚拟变量交互项，以反映城市人口对电力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具体模
型如式(4)所示，相关回归结果见表 4 的列(2)、(3)、(4)和(5)。
logintensit = β0 + ρ* logintensi，t －1 + β1* logpopuit + β2* logpopu2 it + β3 secit
+ β4 terit;+ β5eximit;+ μi + αt + εit (4)
由表 4 列(2)的结果可以看出，人口规模的平方项 logpopu2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
城市人口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确实存在倒 U 型的非线性关系。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城市规模越
大，城市电力强度会迅速上升。一旦城市人口规模扩大至某个临界值(经计算为 746. 84 万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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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0 年“第七届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暨 2010 年《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会”上，学者们对划分大中小城市提
出了新标准:市区常住人口 50 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50 万—100 万人的为中等城市，100 万—300 万人的为大城市，300 万—1000
万人的为特大城市，1000 万人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
后随着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大，电力强度将会呈现下降趋势。表 4 的最后三列显示了稳健性检验的
结果。其中，列(3)剔除产业结构变量，列(4)将第三产业 GDP比重替换成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
比值，列(5)剔除了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列(2)进行对比后
发现，因变量滞后项、城市规模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城
市规模与电力强度呈现非线性关系的结论是相对稳健的。
表 4 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非线性关系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ogintens
(1) (2) (3) (4) (5)
SGMM SGMM SGMM SGMM SGMM
L． logintens
0. 832＊＊＊
(0. 0490)
0. 828＊＊＊
(0. 0488)
0. 824＊＊＊
(0. 0418)
0. 816＊＊＊
(0. 0505)
0. 828＊＊＊
(0. 0490)
logpopu
0. 0717*
(0. 0374)
0. 196＊＊
(0. 0944)
0. 250＊＊
(0. 102)
0. 226＊＊
(0. 102)
0. 292＊＊
(0. 126)
logpopu2
－ 0. 0162*
(0. 00899)
－ 0. 0209＊＊
(0. 00946)
－ 0. 0191*
(0. 00977)
－ 0. 0267＊＊
(0. 0125)
exim
－ 0. 0257*
(0. 0153)
－ 0. 0231
(0. 0157)
－ 0. 0274
(0. 0171)
－ 0. 0243
(0. 0166)
－ 0. 0242
(0. 0159)
sec
0. 426＊＊
(0. 190)
0. 430＊＊
(0. 187)
0. 651＊＊
(0. 278)
0. 434＊＊
(0. 191)
ter
0. 149
(0. 125)
0. 183
(0. 126)
0. 181
(0. 129)
ter / sec
0. 0969*
(0. 0526)
citysize1* logpopu
0. 00485
(0. 00751)
citysize2* logpopu
－ 0. 00648
(0. 0105)
citysize3* logpopu
－ 0. 0117
(0. 0142)
citysize4* logpopu
－ 0. 0124
(0. 0163)
cons
－ 1. 053＊＊＊
(0. 368)
－ 1. 310＊＊＊
(0. 426)
－ 1. 193＊＊＊
(0. 342)
－ 1. 533＊＊＊
(0. 497)
－ 1. 531＊＊＊
(0. 503)
观测值 2125 2125 2125 2125 2095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AＲ(1)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AＲ(2) 0. 070 0. 070 0. 067 0. 072 0. 007
Hansen Test 0. 367 0. 387 0. 208 0. 424 0. 377
注:(1)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2)回归结果中的 citysize1、citysize2、
citysize3、citysize4 分别表示 4 个城市等级(50 万—100 万人、100 万—300 万人、300 万—1000 万人、1000 万人以上)的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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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的讨论: 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
前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非线性影响，但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非
线性关系还需要我们进一步验证。从逻辑上看，我们认为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来自于城市发展所
带来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一方面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在空间布局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性与规
模性，城市规划与产业分工将具有更强的集聚效应，布局也更趋于合理，有利于技术创新，电力利用
效率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城市经济活动能够共享先进的基础设施、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发挥规
模经济效应，从而提高电力利用效率。因此，城市空间集聚应该是导致城市电力强度呈现下降趋势
的重要原因。本文引入空间基尼系数指标以反映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并就其对电力强度的影响作
用进行检验与探讨。
( 一) 数据来源和主要指标描述
由于本文旨在构建一个衡量省级行政区内不同城市规模差距和空间集聚的关键指标—空间基
尼系数，因此，需要对原 31 个省级行政区内的样本进行筛选。最终本文保留了 2003—2013 年共 21
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具体而言，4 个直辖市( 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 因不包含下级
地级市数据而被剔除出样本范围，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因原数据中只包含了一个地级市故也被剔
除，而广东省、贵州省、海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部分年份有多个地级市数据缺失故也被
剔除。
( 1) 空间基尼系数
空间基尼系数由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发展而来，目前已经成为衡量城市规模差距
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采用 Combes et al． ( 2008) 的定义构建了度量城市规模差距的空间基尼系数
Gini。空间基尼系数 Gini 是基于某省内部不同地级市非农业人口规模计算出来的，①用来反映人
口意义上城市规模差距，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假设某个省级行政区共有 Ｒ 个城市，将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从低到高排列，依次记为 r = 1，…，
Ｒ，每个城市的规模定义为 xr，则前 n 个城市人口规模的累积份额 λr( n) 可以表示为∑
n
r = 1
xr
∑Ｒs = 1xs
。设定
初始的累积份额 λr( 0) = 0，则度量城市规模差距的空间基尼系数 Gini 可以表示为 1 － ∑
Ｒ
n =1
［λr( n －1) +
λr( n)］/Ｒ。
此外，为与前文模型的设定一致，我们继续保留了电力强度滞后项、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表 5 为 21 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 5 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研究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电力强度 0. 1696 0. 1154 0. 0643 0. 7182
空间基尼系数 0. 3345 0. 0740 0. 2058 0. 5658
第二产业 GDP比重 0. 4929 0. 0517 0. 3488 0. 5905
第三产业 GDP比重 0. 3815 0. 0361 0. 2830 0. 4842
对外开放程度 0. 2122 0. 2094 0. 0441 1. 0459
能源消费结构 0. 1187 0. 4636 0. 0085 0. 2277
注: 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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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经济角度上看，地级市的市辖区就足以反映城市范围，因此本文所取的城市人口以地级市市辖区作为计算的依据。
(二)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对因变量百分比的影响，我们仍然对因变量作对数处理。具体
模型如式(5)所示，下标 i表示省级行政区域，t表示年份。
logintensit = β0 + ρ* logintensi，t －1 + β1* ginipopit + β2* secit + β3* terit
+ β4* propit + β5* eximit + μi + αt + εit (5)
其中，logintensit为电力强度的对数，logintensi，t － 1是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ginipopit是空间基尼系数，
用来表示城市空间集聚度。secit和 terit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propit是能源
消费结构，用电力消费占最终能源总消费的比重来衡量。eximit是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
额占 GDP的比重来表示。同样地，我们仍采用系统 GMM 方法对式(5)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研究的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ogintens
(1) (2) (3)
SGMM Pooled OLS FE
L． logintens
0. 979＊＊＊
(0. 0270)
0. 987＊＊＊
(0. 0120)
0. 364＊＊＊
(0. 108)
ginipop
－ 0. 146＊＊
(0. 0642)
－ 0. 130*
(0. 0678)
－ 0. 0630
(0. 113)
exim
－ 0. 0739
(0. 0527)
－ 0. 0530＊＊
(0. 0207)
0. 0271
(0. 0614)
prop
0. 0861＊＊
(0. 0341)
0. 0676＊＊＊
(0. 0160)
0. 427＊＊＊
(0. 0832)
sec
0. 0258
(0. 158)
－ 0. 0149
(0. 0890)
0. 147
(0. 137)
ter
0. 0221
(0. 186)
0. 00831
(0. 129)
0. 188*
(0. 0949)
cons
－ 0. 100
(0. 199)
－ 0. 0203
(0. 0892)
－ 1. 920＊＊＊
(0. 333)
观测值 210 210 210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Ｒ2 — 0. 986 0. 798
AＲ(1) 0. 089
AＲ(2) 0. 318
Hansen Test 1. 000
注:括号内为 t统计值，*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系统 GMM估计的结果由表 6 列(1)所示。空间基尼系数 ginipop 的系数显著为负，与我们的
预期一致，表明城市空间集聚程度提高对城市电力强度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换句话说，各省级行
政区内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将有利于降低电力强度，空间基尼系数每增加 1 个标准差
371
2017 年第 11 期
(0. 074) ，电力强度便下降 1. 08%(0. 074* 0. 146)。此外，因变量滞后项系数 ρ 的估计值(0. 979)
正好介于列(2)混合 OLS模型结果 0. 987 和列(3)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0. 364 之间。由列(1)所示，
虽然由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所衡量的产业结构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两者之间的正相
关关系仍与预期一致。列(1)同时显示，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的回归系数仍小于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的回归系数。此外，能源消费结构与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结果也与预期相符。
为了验证空间基尼系数与城市电力强度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稳健性检
验。首先我们以某省级行政区不同地级市城市建成区面积规模为基础，重新计算了空间基尼系数，
用来反映土地规模意义上城市规模差距，用变量 giniscale表示，以替换人口意义上的空间基尼系数
(ginipop)。其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7 的列(1)所示。此外，我们还采用剔除产业结构变量，
以及将第三产业 GDP比重替换成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的方法，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
果如表 7 的列(2)和列(3)所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证实了空间基尼系数对城市电力强度的显著
表 7 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研究的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ogintens
(1) (2) (3)
SGMM SGMM SGMM
L． logintens
0. 960＊＊＊
(0. 0280)
0. 981＊＊＊
(0. 0272)
0. 959＊＊＊
(0. 0300)
ginipop
－ 0. 145＊＊
(0. 0650)
－ 0. 164＊＊
(0. 0713)
giniscale
－ 0. 0212＊＊＊
(0. 00736)
exim
－ 0. 115*
(0. 0655)
－ 0. 0704*
(0. 0358)
－ 0. 108*
(0. 0593)
prop
0. 106＊＊＊
(0. 0369)
0. 0855＊＊＊
(0. 0291)
0. 106＊＊
(0. 0376)
sec
0. 197
(0. 210)
0. 232
(0. 325)
ter
0. 135
(0. 242)
ter / sec
0. 0715
(0. 111)
cons
－ 0. 332
(0. 266)
－ 0. 140＊＊＊
(0. 0458)
－ 0. 262
(0. 295)
观测值 210 210 210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AＲ(1) 0. 084 0. 09 0. 082
AＲ(2) 0. 307 0. 319 0. 306
Hansen Test 0. 964 0. 995 0. 989
注: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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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影响是相对稳健的。此外，从结果中还可以发现，由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速快于城市人口增
速，ginipop与 giniscale的系数值也存在一定差距。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确实存
在倒 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且不同城市等级下城市人口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城市
发展的初期，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电力强度会迅速上升。城市人口规模一旦超过某个临界值
(746. 84 万) ，人口规模继续增加，电力强度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城市
人口规模扩张，电力需求会相应增加;另一方面人口较多的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
应，有利于电力利用效率提升。此外，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分析了空间集聚与城市电力强
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空间集聚程度提高对城市电力强度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空间基尼系数每
增加 1 个标准差，电力强度便下降 1. 08%。
由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存在，要素投入增加可以促进要素边际产出的提高，同时空间
集聚与城市规模又影响了电力强度的变化趋势。因此，合理规划的大型城市可能更有利于电力
强度的改善，建立绿色城市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我们城市建设应该朝着人口规模在 300 万以
上大型城市的方向发展。本文研究的结论不仅从理论上证实了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存在
的相关关系，而且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城市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决策支持。尽
管目前为了限制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部分地区出台了相应的居民户籍与土地管理政策，然而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过分的对城市规模进行行政干预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城市能源效率
的提升。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中小型城市的能源需求相应增加，进而
电力强度显著上升;而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数量时，人口规模增加对电力强度具有明显的负向
影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城市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城市的电力强度。从而，根据城市自
然禀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大城市的发展。不同的城市的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目标定
位不尽相同，因此应该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做到有的放矢。针对那
些电力强度较高的城市，需要综合分析其原因，并积极寻找解决之道。
第二，为了早日实现既定的节能减排目标，我们需要适当放松那些过分限制经济和人口集聚的
行政干预政策，推动现代化大型城市的建设，这与陆铭和冯皓(2014)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在城
市化的过程中，地方应当鼓励出台各项有效政策，以积极促进城市内部各种经济活动合理集聚，推
进城市向专业化、产业化、集聚化的方向发展。在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能充分利用空
间集聚产生的“节能效应”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相比第一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能耗较
高。在未来城市化继续较快发展的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越高，城市的电力强度相应越高。因
此，目前我国仍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具体来说，我们既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辅之以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同时我们更要加快对传
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改造，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以降低城市电力强度，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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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Size，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Electricity Intensity in China
YAO Xin，PAN Shiying and SUN Chuanwang
(Xiamen University)
Summary:With outstanding quality and clean features，electricity is a secondary energy which is accessible most
conveniently in cities．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fog and haze，China has promoted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energy
consumption toward electricity in recent years． Some proposals，such as replacing coal with electricity and replacing oil with
electricity，are provided to make electricity the core of the end-use energy system．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renewabl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recently． However，based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the renewable energy sourcing supply is still mainly generated by coal in the present and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in the future．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ast urbanization． In this stage，urban electricity intensity is jointly influenced by
change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industry structure，land use structure，and spatial region struc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impa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ity size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literature mainly includes study of variation trend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electricity intensity． Lin et al．
(2010) ，Zha et al． (2012) ，Herrerias ＆ Liu (2013) ，Ouyang ＆ Lin (2014) ，and Xie et al． (2015)found that the
variation of China’s electricity intensity fluctuates，with a declining tendency based on industry structure，technology
improvement，and energy price． No research has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city size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
electricity intensity．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research this field and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city size on electricity intensity．
Most of the literature has been based on province-level data sets，with few studies address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electricity using prefecture city or smaller-scale data．
The study is in two sections． First，using the data of 267 prefecture cities from China’s 31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during 2003 to 2013，we built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The estimation methodology was based on the GMM
approach of Arellano ＆ Bover (1995)and Blundell ＆ Bond (1998)．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electricity intensity were based on analyses of prefecture-level data． Second，we introduced the important indicator the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which illustrated the valu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from 2003 to 2013，we established another GMM-base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electricity intens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electricity intensity appeared in our results as an inverted U shape． With the
growth in city size，urban electricity intensity has increased． But with city size expansion over the population threshold of
746． 84 million urban electricity intensity decreases． Furthermore，spatial agglomeration has had inhibiting effect on
electricity intensity． When the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increases by one standard deviation，electricity intensity decreases by
1． 08%，indicating that the clustering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large cities helps to reduce electricity
intens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we suggest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clustering，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is specialized and industrialized，into big cities． A series of policies
referring to population， land，and fiscal taxation should be properly introduced． These policies could help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society，and environment．
Keywords:City Size;Spatial Agglomeration;Electricity Intensity
JEL Classification:Q43，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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